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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汪精卫遇刺案
———《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

1935年 11月 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
京的中央党部举行，就在开幕式后举行全体委员合影之

际，摄影记者中突有一人举枪射击，只见国民党的二号

人物、行政院长汪精卫当场中弹倒地。“行政院长汪精卫
遇刺”一时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轰动程度盖过了四届
六中全会本身。当时，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中日矛盾激
化，国民党内部倒汪的风潮不断，四届六中全会本是为

召开确定国民党内外方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

备的，此际发生汪精卫被刺事件，自然引起中外舆论的

极大关注：谁？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这是人们最想知道

的答案。
蒋介石一度被怀疑为刺杀事件的指使者。理由是蒋
介石与汪精卫历史上曾经针锋相对，在不少问题上有矛

盾。刺杀案发生于集体合影之时，蒋介石已到会场却没
有参加照相，这种反常举动更令人心生疑窦。许多文章
均写当蒋介石闻讯赶到汪精卫被刺现场时，汪的妻子陈

璧君情绪十分激动，双手紧紧扭住蒋介石，边哭边喊：

“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
手啊？”蒋介石竟无以应对。还有人质疑，刺客能混入警
戒严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下手，说明背景很深。
不久之后，案件宣告侦破。实施刺杀汪精卫的是华
克之领导的一群爱国人士，他们强烈不满蒋介石为首的

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组织了晨光通讯社，周密部署，

伺机以记者采访新闻的便利接近蒋介石，将其刺杀。在
错失几次机会后，终于确定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

合影时动手。不料，蒋介石竟然没有出现，实施行刺的孙
凤鸣临时决定将枪口对准了汪精卫，汪成了蒋的替死

鬼。案情公布时，南京方面又说，刺客系受共产党指使，
或是“斧头帮”王亚樵所策动，但许多人仍将信将疑，认
为南京宣布“破案”是蒋介石在使用转移公众视线的“障
眼法”。直到刺汪案一周年时，华克之为纪念因此案死难
的孙凤鸣等战友，特地写《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
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坦诚刺杀是由他们所为，与共

产党、王亚樵均无关，行刺的目标就是蒋介石，最后射击
汪精卫，则是孙凤鸣不得已的临时选择。蒋介石才从刺
汪案中彻底解脱。
有关 1935年孙凤鸣刺杀汪精卫案件的文章已相当

多，对案件某些方面的挖掘也很细致，但作为缺席主角

的蒋介石当时有何作为与感想，却鲜有论及。《蒋介石日
记》中对此事件有极详细的记述，正可弥补其他文章之
缺憾。
蒋介石记事通常较简略，但 1935年 11月 1日、2

日对汪遇刺的情节及个人观感的记述却相当详细，而且

两天日记连在一起写（因 1日汪遇刺内容太多，页面所
限写不下，故延至 2日页面上），11月 1日至 7日每天
的日记都记有关于汪精卫遇刺的内容，在 11月的“本月
反省录”中，还对刺汪案与侦破大发感慨。仅从行文上就
看出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如笔者在《蒋介石为什么写
日记》中所分析，蒋日记的内容是有选择性的，记什么，
不记什么，他有自己的标准。有些事情，他只做不写，如
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等。有些事情他认为日后可能
会遭“误解”“蒙冤”的，他会写得详细，如 1931年他软禁
胡汉民事件等。汪精卫遇刺案属于后者。蒋开始也不知
行刺者及其动机，怕自己“背黑锅”，故尽量记得详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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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洗刷自己。
读《蒋介石日记》，可以了解他与刺汪案的一些细

节。

一、蒋介石为何不参加集体合影而逃
过一劫？

作为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蒋介石却“无故”不参
加会议集体合影，而谋刺汪精卫就发生在此时，人们很

容易联想到他与刺汪案的关系。他在 1935年 11月 1日
的日记中对自己当天上午的活动及感想记述如下：

早起，祷告静坐毕。八时前谒陵毕，见礼节与秩序仍
如往日之纷乱。到党部开六中全会之礼节亦纷乱如故，
犹未改正，不胜悲愤。将至摄影场时，一出门即当头遇见
倭人，察其形色，似专候余之出来者，心犹疑滞。及至场
所情形纷乱，心更痛戚。本党同志之不知礼乐，不守秩
序，其无建国能力，一望而知。（以下内容写在 11月 2日
页面上———引者）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
□（一字无法辨识———引者）皆由于此，乃因悲慨独回议
场，不愿摄影。正欲益之（朱培德字———引者）等痛切告
诫此理，而未及片刻，忽闻摄影场枪声连作，有人来报汪

先生被刺。
根据国民党开中央全会的习惯，会前全体与会人员

须先到中山陵，拜谒孙中山，开幕式后集体合影，允许中

外记者拍照，然后再进入正式议程。正是这种惯例的议
程，使得华克之、孙凤鸣等人可以预先设计刺杀方案。1
日上午谒陵之时，委员们衣着不统一，行动拖拉，“礼节
与秩序仍如往日之纷乱”。蒋介石是个注意细节的人，对
此纷乱状况已觉不爽。六中全会开幕之时，司仪又看错
议程单，漏掉读“总理遗嘱”程序，引起会场小混乱。蒋大
为不满，他将国民党高官们在国难当头之际尚不自觉悟

的行为上升到“无建国能力”的高度，认为这是“启敌国
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的根源。他也曾到合影现
场，但见场面混乱，便“因悲慨独回议场，不愿摄影”。
根据这段日记，蒋介石未参加合影，有偶然的成份。
他是到了摄影场地后见场面混乱，“心更痛戚”，又退回
去的，希望以此引起他人的觉悟。另一个以前文章均未
提到的细节是，蒋介石出门时，迎面遇到一个日本人，似

乎专等蒋出来，引起蒋的警觉，“心犹疑滞”。按常理，国
民党的高官们从全国各地到南京开会，难得见面，在谒

陵、开会与拍照间隙聊天寒暄属人之常情。会议开幕式
及拍照既然对中外记者开放，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时，

日本记者出现并伺

机访问蒋介石，也属

正常。但蒋的过分敏
感与警觉却保护了

他（有文章记汪精卫

不见蒋来，曾专门去

请，蒋未允，并说“情
况很乱，可能要出事

情”，劝汪也不参加
合影。蒋日记中未记
载此细节。）。
蒋这段日记透

露出的另一个信息

是，国民党纪律相当松弛。蒋不满于其他人的不知礼节
不守秩序，自己却更不识礼节，擅自不参加集体合影（好

像朱培德等高官也未参加），如此双重标准，他显然是将

自己置于党之上了。

二、案发后蒋介石所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蒋介石在 1日的日记中接着写道：
余即下楼，见其（汪精卫———引者）已眠于地上，血

流满面，彼犹以余两人之感情，能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

误会为言。心滋悲戚，对泣无语。坐待其傍约一小时，医
生始来，乃始敷药车往医院。而会仍未开，余乃入场催开
会。会毕，往医院诊视，详察弹壳，乃为最旧之弹，必无伤
于生命，此心始安。下午，连访数次，精神甚受刺激也。
蒋介石赶到行刺现场时，汪精卫已经血流满面倒于地

上。汪精卫见蒋来，竟在生死未卜之时，问蒋能否恢复两人
感情，“能否谅解昔时误会”。言下之意，是怀疑蒋因不谅解
而报复行刺的，蒋闻之“心滋悲戚”。但此时任何解释也不
起作用，两人只能“对泣无语”。日记称，“约一小时，医生始
来”，显然是夸张。一则对汪的抢救不会拖这么久，中央党
部离南京最好的医院也不远。二是当天上午四届六中全会
完成了谒陵、开幕式、集体拍照及正式会议所有议程，若汪
遇刺后一小时才重新开会，时间上肯定来不及。蒋介石当
时焦虑无助，度日如年，所以感受到那段时间特别漫长。这
在心理学上是可以解释的。汪被送医院前，蒋一直陪在旁
边，送医院后，蒋又数次去医院探望病情。2日，蒋又去医院
探汪三次。他自述“精神甚受刺激”，一方面固是汪何以在
中央党部遇刺让蒋也感到疑惑，另一方面则是各方面的矛

头直指向他。

▲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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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日记中没有出现一般文章所述他刚到现场就被

汪妻陈璧君拉住责问的窘状，但确实有数次提到陈璧君

对他指责。蒋在 2日记道：“凶手本晨三时死去，国之内
部疑心丛生，汪夫人且疑及组织部所为，闻之殊为□
□（两字无法辨识———引者），党内之无精诚而且猜疑如
此之深。”孙凤鸣行刺后，当场也被卫士击中数枪，次日
凌晨即死，这使案件更扑朔迷离。陈璧君具体指名是蒋
指使组织部手下杀人，国民党内外对蒋的质疑声音也不

断，蒋介石切实感到了压力与痛苦：“汪陈璧君处处以刺
案定要余（蒋介石自称———引者）一人负责办理，当此国
难党难逼紧，万绪待理之时，又遭此不幸，苦痛之事，精

神之受打击既深，而再加此不谅与疑难之案，实不堪设

想。何天之试人不断，一至于此哉？”（《日记》，1935年 11
月 5日）“茹苦负屈，含冤忍辱，对外犹可，而对内尤难，
何党国不幸，而使余犹当此任也。”（《日记》，1935年 11
月 6日）当时，四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蒋介石每天必须
面对党内同志质疑的目光，百口莫辩，其巨大精神压力

可想而知，他那时甚至情愿子弹打到自己身上，而不愿

承受不白之冤：

精神之受打击，其痛苦较甚于枪弹之入肺腑数倍，

此次之弹如穿入于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等事快

也。（《日记》，1935年 11月 3日）
蒋介石每天去医院探视，下令给汪精卫发慰问金，还

亲自向汪精卫的亲信们说明自己的诚意。然而，案件一日
不破，疑虑无法消除。蒋介石对破案工作十分重视，在日记
中有具体督办的记录：“全力准备缉凶”、“本日对缉凶事有
所指示”。（《日记》，1935年 11月 3日）“六中全会闭幕，组
织特种会办理刺汪案。”（《日记》，1935年 11月 6日）。
所幸，蒋介石的催办产生了效果。国民党特工人员很

快查明行刺者孙凤鸣系晨光通讯社记者，再顺藤摸瓜，于

蒋介石宣布组织“特种会”来侦办刺汪案的当天（11月 6
日），即在江苏丹阳将参与策划行刺的晨光通讯社社长贺

坡光抓获，案件得破。蒋介石得讯大喜过望，但他最初竟也
有些不敢相信：“得刺汪主使人贺某已在丹阳拿获，信疑参
半。”（《日记》，1935年 11月 6日）。直到次日，更详细的侦
破的情况传来，确实无误，蒋才一块石头落地。他写道：
刺汪指使凶犯贺坡光为其改组派员，……已缉获，

证明无误。此事乃得大白，一团疑虑尽释，使余如释十字
架之重负，是天父之试余信念究为何如乎？（《日记》，
1935年 11月 7日）

三、蒋介石事后如何看待刺汪案？
1935年 11月的汪精卫遇刺案对蒋介石影响颇深，多
疑性格使他得以幸免被刺，其后虽有很大的精神压力，但

又能较快破案。他日记中以较长的篇幅对此事发感慨：
六中全会开幕之日，汪先生被刺，而刺客第一目的

则在我，幸获如天之福，得免于难，此为国运存亡所关，

非个人之祸福已也。冥冥中益信主宰常临而非人力所可
勉强而成。惟我未被刺之痛苦，当时嫌疑丛生，殊较被刺
痛苦为犹甚也。幸此案不久彻底破获，猜疑尽释，使余如
释重负，更足自慰。据凶手供，去年五中全会时在中央党
部已经在余身畔行刺一过，因当时手枪在怀，取之不出，

故错过机会，而此次仍未达其目的，岂非有上帝在上主

宰而能免此乎？以此而可记者，凡经过数度被刺而事后

由凶手自白者，一为十四（1925）年之广州，二为廿二
（1933）年之安庆，去年则为第三次也，事后刺客皆临事
转意，其前二次皆见余神采奕奕，不忍下手，而反生敬畏

也。乃知天之未丧我中华也，反动其如余何？倭寇其如余
何也？（《日记》，1935年 11月 30日“本月反省录”）
蒋介石的这段感慨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庆幸身为

行刺的第一目标的他，却能“获如天之福”避开杀身之
祸；第二层是庆幸案件迅速得破，自己得以洗刷与解脱；

第三层则是将此偶然事件，当成必然，联系自己以前几

次逃脱遇刺、大难不死的经历，说成是上帝庇护、主宰的
结果，言语之间不免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自得。
值得注意的是蒋在总结自己躲过几次谋杀后所写

的最后一句：“乃知天之未丧我中华也，反动其如余何？
倭寇其如余何也？”蒋自视甚高，把他个人的生死与国家
命运联在一起，“反动其如余何？”意即国内反对他的人
不会成功，这好理解。“倭寇其如余何也？”则看似突兀，
因为汪精卫遇刺案从表面上看不到日本的影子，但联想

到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蒋介石心理上始终难以摆

脱日本侵略造成的阴影，此句也就不难理解了。果然，在
1935年 11月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蒋介石就宣布了较为强硬的对日政策。
（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

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傅敏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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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三”预告：蒋介石日记中
对母亲的追思。

55


